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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第一帝国是以北美殖民地

为中心的，但美国独立之后，大英第

一帝国就崩溃了，英国转向了以印

度为中心的大英第二帝国。英国对

美国走上帝国道路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

1757~1804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的思想和实践之中。在 1787 年费

城制宪会议上，他公开说英国的政

治是世界上最好的。1789~1795年

担任华盛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时，他

建构的一系列联邦财政、金融、产业

政策，无不以英为师。

从 1763 年 七 年 战 争（1756~

1763 年，欧洲主要列强参战，波及

北美、印度、菲律宾等地）结束，到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 年），我

们会看到一条主线，就是债和税。

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一招，不

是先征税后打仗，或者边征税边打

仗，而是先借钱再打仗，打赢了再

还钱。如果是用征税的方式来筹

集军费，经常发生的就是对外战争

还没有胜利，内部可能就因为税太

重而叛乱了。如果把这个顺序调

一下，打仗的时候先不征税，借钱

打，甚至向敌国的臣民借钱。这时

候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你赢，因为

只有等你赢了之后，他借给你的钱

你才能还上。就好比说今天美国

和中国要打仗，美国的军费里头有

大笔的钱就是中国人借给他们的，

而借给他钱的中国人还希望美国

能打赢，因为打赢才能还钱。

英国七年战争是为北美殖民

地人打的，可是打赢之后，英国要

到北美殖民地征税还债，殖民地人

却不干了。原因恰恰是英国打赢

了，法国和印第安人对殖民地造成

的威胁减轻，殖民地用不着英国的

保护了。无论是糖税（1764年对砂

糖、糖浆开征）、印花税（1765 年作

为直接税开征）、汤申税（1767年对

纸、铅、油漆、玻璃、茶叶等开征）、

茶税（1773 年开征，1 磅茶 3 便士，

“波士顿倾茶案”即由此引发），殖

民地人统统不想交。其实殖民地

的内部税只占殖民地人均收入的

1.5%，远低于英国国内5%~7.5%的

水平。

当然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借钱

打的，打完之后邦联国会要在各邦

之间分摊战争债务，引起了无穷无

尽的扯皮，当时任邦联国会代表的

汉密尔顿曾亲自参与处理，无果而

终。1783 年，承认美国独立的《英

美和约》在法国凡尔赛签订后，邦

联国会决定发给军队3个月的薪饷

作为遣散费，但没钱，是时任邦联

财政主管的莫里斯动用自己的私

人信用50万美元垫付的。因欠饷

引 起 的 老 兵 骚 乱 也 时 有 发 生 。

1786年秋，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

谢斯发动起义，参与者有 15000 之

众，波及甚广。

1787年的美国宪法将“邦联体

制”改为“联邦体制”，其中最大的

一个变化，就是联邦政府可以越过

各邦直接向公民征税。汉密尔顿

在《联邦论》（又有中文本译名为

《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联邦

政府拥有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和征

兵权，原因很简单，是联邦政府而

不是各邦政府承担着维护公民生

命财产权的无限责任，无限责任要

求无限权力。

无限征税权、无限征兵权是国

家信用的担保。汉密尔顿曾说：

“一个民族的债务，如果不是过度

的，对我们来说，就将是一个民族

的幸事。债务将是我们联盟的一

种强有力的黏结剂。”1790~1791年

之间，汉密尔顿在担任华盛顿政府

财政部长时，接连发布《关于公共

信用的报告》《关于公共信用的第

二份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等政府文件，

为美国也走上英国式的帝国道路

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是一

个拥有强大海军、面向大西洋、持

剑经商的工商业帝国，而不是另一

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所设想

的那种向西扩展、以农立国的“自

由帝国”。但是，1803 年杰斐逊花

1500万美元完成的“路易斯安那购

买”（美国向法国购买超过 529，

911，680英亩，折合2，144，476平方

公里土地，每英亩地价三美分），仍

然用的是发行公债这个汉密尔顿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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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一个人的“被改革史”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安

排在政府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

部门，我则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

究生。那时中央党校是非常神

圣的理论殿堂，于是我在心里给

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

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

的纯洁性。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

和工作的日子里，突然间又出现

了一种强劲的改革声音。农村改

革的呼声高潮过后，1984 年起开

始谈城市改革，1987 年又谈政治

体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

兴奋，不安分于平淡地在书斋里

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

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

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到最底层

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于是我到了

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

之后又进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

任副处长。

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我一

度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处

张望。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

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

民营企业讨饭吃。心神落定之

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

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

究改革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

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

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

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

业。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

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

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

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

主》中的“三T公司”（T就是替）。

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

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

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

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

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们

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

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

来的公司自己做。1991 年，我和

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

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

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海南农业高

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

“农高投”，这时，我们的平均年

龄不到 26 岁，就想有一个像桃

园三结义一样的仪式，让大家心

里 都 有 一 个 把 事 业 做 好 的 信

念。有人提议说写个承诺，还有

人提了一个土招数，说喝酒或者

杀鸡喝鸡血，盟誓表明决心。后

来我觉得喝酒有点老套，毕竟不

是在古代，我们也不是没有文化

的土匪草莽，最后没有采纳这个

方法。大家就在心里发了一个

誓，把公司作为我们信念的载体，

必须一直在一起。我们生意就这

样开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们没有自己

的资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们

发动所有人出去借钱，从 3 万、5

万、7万、10万、15万、20万、一直借

到 500 万、1800 万元，直到做完第

一个项目才开始赚钱。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办一个公

司，人、钱、项目是怎么组合到一

起的。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发誓，要像起初聚在

一起一样，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做

好。于是我们把公司的创立日，

每年 9 月 13 日确定为“反省日”。

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 30 年的时

间，我们每年都在反省。

第一个“反省日”是1992 年的

9月13日，我们六个人和所有的员

工一起开了两天会，讨论了当时

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记录下

来。后来由我和功权执笔，写成

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

来》。通过反省，我们更加明确了

在一起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也

让我们能够理性地处理商业活

动。我们还把自己的企业文化、

使命、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

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

财富，完善自我”，后来又浓缩成

四个字：“守正出奇”。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

地发展万通公司的事业，但仍

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

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

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

种金钱关系。迷茫的时候，我们

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说服，再建

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

水浒、太平天国，电影《上海滩》

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

效，但很辛苦。

1993 年，我的好朋友杨小凯

从澳洲回来。那时，他在大陆是

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非常

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

司 ，我 很 好 奇 ，你 们 是 怎 么 做

的 ？”我 一 五 一 十 地 跟 他 讲 了

讲。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

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

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你们几个

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时

怎么签的合同呢？”我说：“我不

懂。”他说：“澳洲有《公司法》，公

司里面会有章程说明股东、董事

会、经理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分

配，如何审计，也有规则说明如

何雇人，如何申请破产等等。做

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们什

么都没有，公司怎么办呢？”我

说：“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确实

也没有。”

在 1993 年以前创业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小凯说的这种环境

下开始的，就像水浒一样，以很江

湖的方式进入。

披荆斩棘守正出奇

在小凯走后不久，国家体改

委先是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

行条例》，接着又有了《股份有限

公司试行条例》，再之后才真正有

了《公司法》。小凯说过“有了《公

司法》之后，一切就知道怎么弄

了”，于是我如饥似渴地研究了

《公司法》，逐渐把我们的江湖组

织向公司靠拢。

简单地说，就是把朋友、哥们

变成股东关系，大哥变成董事长，

内部的成员不是江湖上的马仔，

而是员工。我也弄清了董事会应

该如何表决，如何写决议。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奥运会

的赛场，要想达到奥运会的比赛

要求，就必须得设定一套赛场的

管理规则。有了这套规则，我们

才能从草莽的业余选手逐渐变成

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就叫企

业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五

年，我和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都

经历了从业余变成职业的过程。

随后进入到现代公司治理阶

段，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

不仅可以在国内赛场上比赛，而且

可以成为全球竞技场中的选手。

正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我们

才看到在亚信上市之后，一批互联

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在

全球市场上博弈和竞争，比如现

在的BAT（B=百度、A=阿里巴巴、

T=腾讯）和一大批新型创业公司，

从而有了让人震惊又不得不钦佩

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在高

速成长以后带来的企业竞争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下海”，

就是从机关、学校、部队等体制内

系统转到体制外做生意。如果没

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我们这些下海的人恐怕就会

淹没在大海里，成为传统的草莽

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杀杀之后，归

于尘土，烟消云散。

这二十五年，我们所经历的，

其实是把我们和公有经济的关

系，从一个纠结的关系变成了顺

畅的关系。在《公司法》颁布前的

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最纠结的一

段关系，民营企业和公有经济的

关系非常对立。很多人认为私有

经济的出现，一定会导致公有经

济瓦解，从而导致基本制度的倾

覆。虽然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

但大多数人逐渐被民营经济发展

的事实教育和影响，普遍认为是

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直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召

开，这种关系才被正式确立为：非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是未

来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民营经

济的从业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这样的政策宣示和制度上的

主张，表明了民营企业和公有企

业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

是一种交叉关系，即“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十八大（2012 年）以来，中央

二十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在保

护产权的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更

加强调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不仅

是交叉的关系，更应该要看到它

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国家安全

领域，国有经济为主；在民生经济

和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为主。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努力，民营

经济和公有经济的关系终于被厘

定清楚，由初期的对立、替代关

系，经历了交叉关系，现在终于被

确立成平行关系，也就是大家在

各自领域发挥各自优势。今年两

会上，统战部的负责人对民营经

济有一个明确的肯定，这个肯定

是“四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用

40%的资源，创造了 50%的税收、

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新

产品开发、80%的就业岗位以及

90%的新增就业岗位。

这样一种准确的描述，表明了

经过改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

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别好的发展

时机，而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的

法律体系和赛场规则，就会有一

大批职业选手（企业家）快速成

长。我相信，一大批企业家群体

的出现，加上前面讲到的制度体

系的完善，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持

续增长。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上

非常成功，也是未来取得持续成功

的重要基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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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与上岸

汉密尔顿与“持剑经商”的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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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命、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后来又浓缩成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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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这些下海的人恐怕

就会淹没在大海里，成为传统的草莽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杀杀之

后，归于尘土，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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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算账”投笔从商

改革的潮流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试图推动变革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

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坚持

观察、记录每个细节。比如在工

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

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

火的老干部，她见我读书看报，每

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

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我发现

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

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

可以永远当好这个书记。我当时

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

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

做报告。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

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

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

这样一个实干型的技术干部，大

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

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

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我内心产

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

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

实问题。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

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

“青年论坛”，也有北京的中青年

改革研究、体改所、发改所、北京

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

去跟这些先进分子联系，参加他

们的活动，内心的激情一如现在

创业者。

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思考中，

我如饥似渴地捧读《走向未来》

丛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罗

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还有“增

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我

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

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杂志

投稿，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

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

有各种经济改革的会议。比如

1984 年 9 月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

“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

改革有很大的影响。在 1989 年 4

月京丰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我也

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

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

还当上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

宣传部长。就这样，我从学习研

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

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

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

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

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

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

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

“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

转化。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

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

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

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

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

了宽广的社会中来了。

在那段激情岁月里，我就这样

被改革推动着，改革的潮流也把我

从一个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

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试图推动变

革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改革”以后，我变得更有激

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

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麻烦也更多了，终于有那么一天，

我被“改”到不得不搭上往前疾驶

的列车，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

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

就是市场经济。我要做的事情也

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

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

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继续与陆地上

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动、被前

进、被追求希望。

1984年9月，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等重要建议，对后来的经济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为莫干山会议代表合影。

1992 年夏秋之间，万通第一个“反

省日”的总结性文章《披荆斩棘，共

赴未来》由冯仑和王功权执笔，后来

它成了“九二派”企业家的一个纲领

性宣言。


